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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关于人的发育和成长的争论区分了先天/后天因素、遗传/环

境，这个区分转化到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上，可以作出能动/习就因素的区分。人的道德品

质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把虚拟情景当作习就因素，那么人的虚拟道德品质是可能的，

即是在虚拟情景中形成的道德品质；因为虚拟品质和真实品质共享同一能动性因素，它们的

性质和伦理学地位就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进行道德教育，而其必

要条件是：第一，在虚拟和真实之间建立无间隙的连接；第二，受教育者认同虚拟现实中的

行动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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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引出：从两个著名的争论说起 

关于人的发育与发展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曾经有两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在人的发育成长

过程中，究竟是先天因素重要还是后天因素重要？究竟是遗传因素重要还是环境因素重要？

事实上，后一个争论是前一个争论的精确化和科学化。然而，这样的争论很容易堕入“鸡生

蛋还是蛋生鸡”一样的争论，更严重的问题是，先天与后天、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区分是模糊

的。 

在遗传学于 20 世纪初兴起之前，先天因素常常是指胚胎发育期间就起作用的因素，而

后天因素则是指胎儿出生之后才介入的因素；也就是说，先天/后天的区分是胚胎学或渐成

论（epigenetics）的概念，而遗传/环境的区分是遗传学或预成论的概念。从生物学史上看，

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渐成论与预成论的争论阶段，在渐成论看来，胚胎和个体

的发育都是物理化学因素作用的结果，精子或卵细胞中并不存在如中世纪流行的预成论所主

张的“小人”
[1]（P253-295）

。 

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在人发育成长中，先天因素是否可以脱离后天因素而

起作用？第二，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是否可以清晰地区分开来？ 

从争论的角度看，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无非是比较相同的先天因素在不同后天因素作用

下造成的差别，或者，比较不同先天条件在后天因素作用下的差别。如果先天因素相同，而

在不同后天因素作用下造成了“巨大”的差别，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后天因素更重



要；反之，如果后天因素基本相同，但因为先天因素差别而造成了“巨大”差别，我们似乎

就可以说，先天因素更重要。如历史已经表明的，争论的双方都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好证据或

理由。 

关于第二个问题，对讨论本身的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些。如果先天因素是指胎儿胚胎发育

时期起作用的因素，那么胎儿的妊娠环境差别是否是先天因素？例如，在目前技术条件下，

两个来自同一受精卵的胚胎细胞分别植入不同母亲的子宫后发育成胎儿，它们的先天因素是

否相同？如果根据先天因素的前述说明，不同妊娠环境也是在胎儿期起作用的因素，它们也

应该被看作先天因素。但是，很显然，我们可能直觉上不会如此认同。那么，我们的这种直

觉持有了一种什么样的先天概念呢？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遗传因素的概念，即如果遗传因素相

同，那么先天因素相同。 

使用遗传因素的概念确实比先天因素的概念更具有物料上的明晰性，也可以在现代条件

下得到更精确的生物学支持。在当今遗传学基础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似乎能够清晰地区

分开来，遗传因素就是基因或 DNA决定的那些过程，环境因素则是对 DNA作用产生调节控制

影响的因素。但这样一来，后天因素的概念就不合适了，因为像妊娠环境这样的因素肯定不

是后天的，但也不是遗传的。因此，后天因素的概念就被环境因素的概念替代了。但是，从

相互作用的方面看，或者从日常直觉看，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区分却比先天因素与后天因

素的区分更模糊。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的区分有一个明晰的时间界线，即出生。逻辑上，胎

儿出生前的那些因素完全可以独立地促进人的发育成长，因为那些因素本身已经能够促成人

的胎儿发育，如果让人继续处于那样的状态，大概也可以发育到成人。但是，遗传因素却不

能单独促进人的发育生长，即使在胎儿时期，也必需环境因素介入才可以，即，人的发育成

长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共同作用模式下比较遗传因素和环境

因素的作用，无疑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不过，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评论上述两个旷日持久的争论，更无意于给这种争论一个结论。

我们的目标是探讨人的道德成长过程中，在品质的形成时如何类似地区分两种相关的影响因

素，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将上述两种区分替换性地转换到道德成长过程中去，并最终讨论

基于虚拟现实而形成的品质是否可以对道德教育有所贡献。 

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上述争论中，我们更关注两类因素的区分及其转换，并将这样的区

分最终转换到能动因素和习就（habiting）因素的区分上。 

二、道德品质形成中的能动因素与习就因素 

在人的心理发展和道德成长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上述争论的争论，例如，人的心理或



道德品质的形成究竟是先天因素重要还是后天因素重要？不过这里的先天因素很显然不仅

仅指生物学因素，也包括人的可发展的能力范围或限度，并且主要是指后者。 

这个问题的争论更接近于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哪个更重要的争论，而与先天因素与环境

因素的争论距离则更远一些。 

必须指出的是，心理品质和道德品质是有区别。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表明，道德品质不同

于情感等心理因素，心理品质像身体品质一样，属于自然品质，而道德品质则是一种意向性

品质或实践品质，具有无时间性的认识论特征[2]（P288，366）。由于本文的目标是考察道德教育，

因此这里只谈论道德品质相关的问题。 

主张先天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之重要性的人可以有三个方面的论据。第一个方面涉及品

质形成的限度和范围，即无论人的后天训练如何强大，有些品质都不可能形成，例如，无论

一个田径运动员后天如何训练，都不可能拥有像猎豹那样奔跑的卓越品质；第二个方面涉及

生物学因素对道德品质的作用，例如，某些遗传或发育因素可能影响人行为倾向，从而对道

德品质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三个方面涉及品质的可能性问题，即有些道德品质即使

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够形成，例如，即使在一个说谎成性的诈骗团伙中生存，一个人也可以

通过自己的理智能力反思到这些品质的恶，并形成相反的诚实的品质。 

相反的观点大概不会直接挑战第一个方面的论证，但会将那种限制看作是环境的因素。

首先，那种奔跑的品质并不是人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与这种基于物种遗传因素所形成的身

体品质的直接关系非常微弱，相对于人的道德能力而言，它应该属于环境因素。其次，在讨

论后天因素对人的作用的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后天的实践训练对道德品质形成的作用，在第

三个方面中的理智能力才是人之作为人的先天品质和能力，而那个团伙的实践训练才是后天

的因素。至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关于行为遗传学是否可能的争论，而不是一个道德

哲学问题。由此，相反的观点会更看重对上述论证对第三个方面的反驳。他们会援引亚里士

多德反驳苏格拉底的论述，即，如果一个人仅仅知道什么是善而不行善，他也不可能具备相

应的道德品质，犹如一个知道医学知识的人不会自动健康，一个知道建筑知识的人也不会自

动成为建筑家；一个在诈骗团伙中生活的人，即使他能够反思到诚实品质的重要性，他也不

可能具备实践诚实行动的机会，从而也不可能最终形成诚实的品质。 

既然我们并不关注争论的最终结论，而只关注这种区分，我们就不会对这种争论的结论

作出评判，而会倾向于考察相反观点的区分是否合理。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当涉及道德品质的形成而区分两类因素并争论它们何者重要时，

这种争论想表明什么？这种争论像前面的两种争论一样，无非是想表明，有一类因素是固有



的，而另一类因素是可变的，如前面争论中的先天因素/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争论的

焦点则是，固有因素作用大还是可变因素作用大。其次，我们要弄清楚，当我们在讨论道德

品质形成中将遗传因素纳入考虑的时候，意图何在？很显然，这种纳入无非是把它看作影响

人的道德品质的固有因素。 

但是，将遗传因素纳入影响道德品质形成的固有因素会产生如下困难： 

首先，遗传因素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这样的问题是否具有普

遍性？诚然，如第二个论证表明的，一些遗传因素可以决定人的行为倾向，由此而影响道德

品质的形成，在此意义上，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程度确实是可以争论的。但这种

争论并不具有普遍的道德哲学意义，道德哲学关注的是对所有人而言都具有意义的问题。那

些对道德品质形成产生足够影响的遗传因素，一般是个体性的，即是某些特定个体固有的因

素，并不是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固有的因素，因此，即使它是一个问题，也不是关于道德品质

形成的一般性问题。 

其次，如果一种品质如果与遗传因素关联起来，这种品质是否属于道德品质？这样的争

论最后可能演变成行为遗传学是否可能的问题，赞成遗传因素足够影响“道德品质”、从而

决定人的行为的人，无非是在主张关于人的行为遗传学是可能的，而反对的人无非是主张人

的行为遗传学不可能，即人的行为不受或少受遗传因素的影响。 

关于上述困难，辩护者可能认为，既然前面两个问题可以成为普遍问题，那么这个问题

也可以成为普遍问题。确实如此，但这种辩护所说的普遍性是行为遗传学的普遍性，而不是

道德哲学的普遍性。当我们在道德哲学的范围讨论道德品质的形成的时候，如我们前面强调

的，我们并不是将道德品质看作一种自然品质，而是一种认识论性质的实践品质。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分歧，或许我们应该承认，当我们争论固有因素和可变因素对道德品

质形成的作用时，这个问题存在着歧义：它既包括遗传因素还是非遗传因素的争论，也包括

其他意义上固有因素和可变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的影响。遗传因素与非遗传因素对道德品质

形成的影响属于前面的问题，即遗传因素还是环境因素对人的发育和发展之重要性的争论。

既然我们想把问题引向纯粹的道德哲学，引向虚拟品质与道德教育的关系问题，我们就不必

理会遗传因素与非遗传因素的区分，而应该集中关注另一种意义上的争论及其区分，即使它

可能在哲学史上不曾成为主流。 

这种区分体现在上述第三个方面的事例，即一个生活在诈骗集团中的人是否有可能形成

诚实的品质。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伦理品质是选择的结果：“德性与固有功用相联系……伦理德



性…是种选择性的品质，而选择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欲望。”
[ 3 ]（ P121）

“首先让我们承认，这些

品质就其自身是受到选择的。因为它们分别为灵魂部分的德性。”
[ 3 ]（P134）

因此，德性应当首

先是出于人的自主性。人的自主性是每个正常人都具备的，是人之为人的普遍特征，或者说

是人的一种具有事实性基础的普遍规定性。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因素看作是影响人的道德品质

形成的能动因素。从前述的第三个事例来看，这种能动性因素就体现在反思到诈骗作为恶习

并认知到诚实作为德性品质。 

至于那些可变因素，则是指不同人处于不同环境中所获得的与品质训练相关的因素，这

些因素使得道德品质能够被习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述，道德品质或伦理品质不是天

生的，是习得的。这些因素带有被动的色彩，中性一点，我们可以称之为习就因素。在前面

的事例中，诈骗团伙的行为或文化环境就是习就因素。 

如果选择因素属于理智能力并相关于理智品质的话，那么，大致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

影响道德品质的因素就可以区分为两类因素，固有的能动因素和可变的习就因素。或许，我

们可以将能动性因素促成的品质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而习就因素促成的品质对应

于其伦理德性，不过，这种对应也可能直接将德性品质区分为两个类型，仿佛它们是不相关

的。但在我们这里，这两类因素在形成品质的过程中是共同作用促成道德品质的形成的——

—在此意义上，我们坚持德性的整体性
[2]（P364-367）

。 

当然，还必须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能动因素是固有的，而习就因素是可变的。能动因

素确实有一个一般的遗传基础，这是人先天就具有的能力，每个人虽然有所差别，但在人作

为物种的范围内，可以看作是差别不大的；即使存在差别，我们也会看重它们共有的特征，

而不是差别的特征，即考虑其作为人的类特征的一般性；尤其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承认人的

自主性和自由意识的存在，我们就会接受，这种能动性在形式上虽然具有生物学基础，但其

能力的内容并不需要生物学基础，相反，其内容是独立于生物学基础的，例如，理性推理和

论证的能力、选择的能力，等等———道德哲学中坚持自由意志的主流伦理学家不会认为逻

辑论证和自主选择是基于生物学的。习就因素就不同了，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接

受不同的教育和文化培养，行为方式也大相径庭，这些影响因素必定是可变的。 

如果能动性主要是一种与获取知识的认知因素的话，那么，前述的关于固有因素与可变

因素对道德品质形成作用的争论就变成了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争论，即知识（认知）

与习得（或习惯）之间争论。 

一般而言，能动因素虽然也可以由教导训练而成为一种品质，但这种品质与人的行动的

关系很间接，也就是说，行动性的训练并不是这种品质的必要条件。道德品质则必须基于行



动的长期训练而形成一种习惯或习性，这种行动性的训练必然与我们的身体相关，而我们的

身体发育显然包含了来自遗传学的因素，如动作的灵敏性、耐受的持久性等等，它决定着我

们形成道德品质的效率。例如，一个天生热情的人比一个天生冷漠的可人能更容易培养出友

善的道德品质，但冷漠的人通过更多的行为训练，也是可以培养出友善品质的。因此，这些

生物学因素恰恰成为了影响我们道德品质形成的习就性因素之一，即作为影响训练效率的可

变因素而存在。在此意义上，个体多样的遗传因素与文化因素一样，都是习就因素。 

从上述所有论证，我们看到，从先天因素/后天因素争论到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争论，有

一个颠覆性转换，即将胚胎发育中所有实际起作用的影响因素（所谓先天因素）都归并到了

后者的环境因素中，而所谓遗传因素实际上是一个特立出来的新的因素类型，它并不是一个

实际地发生作用的因素，即不是一个现实的因素，而只是一种引导现实因素起作用的潜在力

量，例如，DNA并不实际参与身心的发育成长，它只是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并进而决定细胞、

组织和器官的形成，从而间接影响身心功能。而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争论到能动因素/习就

因素争论也经历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换，即将前一个争论中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归并到习

就因素中，能动因素则是一种新的因素类型，是人所独有的理智成分。 

三、虚拟品质是否可能 

区分上述两类因素的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本文的主题了，是否存在虚拟品质？虚拟现实

世界是否可以对道德教育产生作用？ 

自网络技术兴起之后，网络伦理学一直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关于网

络伦理的讨论似乎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网络社会作为一个虚拟社会，在其中是否

会形成特定的人格和道德品质？如果会，这种品质会虚拟到什么程度？即与虚拟品质相关的

能动因素和习就因素中，哪些是可以虚拟的？ 

目前，比网络技术更高级的虚拟现实技术正在紧密锣鼓的部署中，这样的问题也有助于

我们揭示虚拟现实世界的根本的伦理问题。 

在虚拟社会中，虚拟人格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技术上，虚拟社会是指，一个真实的

人关联于一个具有某种程度智能的设备（可操作的电脑或可感知的穿戴设备）与其他类似的

设备 - 人的联合体所连接而成的社会。在这里，我们并不特别设定那些设备就只是工具，

或许在强人工智能成熟的时候，它们就是一个人格存在。 

根据能动因素与习就因素的区分，我们可以将前面的问题分解为：如果能动因素可以虚

拟，那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而如果不能，仅仅是习就因素的虚拟，虚拟社会又将会有什么

样的伦理学功能？ 



将两类因素与虚拟和真实两种情景分别组合,逻辑上可以得到四种类型的社会：第一种

是能动因素和习就因素均真实的社会，大致相当于我们的日常世界；第二种是两者均被虚拟

的社会，这样的虚拟世界将是一个纯粹的强人工智能的虚拟现实社会；第三种是能动性因素

虚拟但习就因素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强人工智能与我们人类共享一个真实世界的社

会；第四种是能动性因素真实但习就因素虚拟的世界，这是一个弱人工智能的虚拟社会，人

类生活在一个通过智能设备相互交往的社会中。 

既然第一种情形是我们的日常世界，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作出讨论。 

第二种情况是颠覆性的，貌似会产生根本性的伦理问题。一个颠覆性的虚拟人格似乎应

该是指智能设备具有的人格。在这种颠覆性之下，这些设备不是人的工具，恰恰是一个自主

的人格，而真实的人则处于这个人格之后，反倒成为了附属物，因此，一种颠覆性的虚拟伦

理学就是处理这些智能设备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学。 

这样一种虚拟的人格及其道德品质是否可能呢？如果这样的虚拟人格是可能的，那就意

味着这样智能设备具有人格特征并能够形成道德品质，它就必须具备能动因素，它可以作出

选择，真正地理解道德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等等。然后，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在虚拟环境

中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当他熟练该角色之后，他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相关的道德品质。不过

这种讨论与人类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是强人工智能产物之间的伦理学。如果这样的强人工智

能具有能动性因素并生活在一个虚拟社区中，只要它不干扰人类的生活，即使我们替它们讨

论了伦理问题，它们是否接受却是不得而知的。因此，这种讨论就缺乏了现实的意义。 

第三种情况依然具有颠覆性意义，而且具有与人类相关的现实意义。这种虚拟表明，我

不仅与强人工智能设备共享同一个文化，还可能共享同一个身体，即强人工智能设备借助我

的身体去感受世界并获得经验、生活的意义和人生价值。这种情况，我们要讨论的首先是强

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根据塞尔的，依据图灵机原理构造的人工智能不可能具有心灵能力，其

缺乏最重要的理解能力
[4]
。一个可行的强人工智能只能是与生物学因素结合起来才可能，因

此，这里的最初的道德难题是，这种结合是否在伦理学上被允许？如果这样的人格平等于我

们或者道德地位上低于我们，那么人类就是在制造人格存在，是仅仅将人格作为手段； 

而如果被制造的这些人格道德地位高于，那么我们将会仅仅作为它们的手段。无论如何，

这是道德上不允许的，因此，我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应当禁止基于生物学活性的强人工

智能。 

赞成强人工智能的人可能会辩护说，强人工智能并不具备完整的人格，它只是获得了能

动性因素，但并没有获得各种完备人格所需要的品质结构。但是，如果能动性因素的虚拟在



物理上可以实现，那么，这样的智能当然可以利用我们的环境和身体获得特定的道德品质，

甚至是超出我们的道德品质，例如道德超人。况且，道德原则禁止的是人格意志仅仅被作为

手段，而不是人格整体；当一个具有能动性因素的对象被制造出来之后，我们就制造出了一

个意志体，而这样被制造的意志一开始就是不自由的，应当在道德上被禁止的。这种情形的

伦理问题会有很多，也会很重大，但与我们论题的相关性不太紧密，暂且就此打住。 

第四种情况是我们着重要讨论的问题。在这样的虚拟社会中，我们是否会获得相关的虚

拟品质？ 

最简单的一个这样的虚拟社区就是我们目前的网络社区。在网络社区里，人们主要依靠

文字、图片、视频或声音进行交往，最经常的是文字交往模式；设想一个人进入一个这样的

虚拟社区，一开始他于社区的人并不熟悉，后来可能在某些交谈中会与某些人产生共鸣或发

生争执。不管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这种交往，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在社区中会给所有成员

形成一个特定印象，并且这种印象会大致一致。很显然，这时他已经具备了在该社区的角色

品质，这就是他在虚拟社区的虚拟品质。 

虚拟品质与真实品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表现都是某种特定的可预测的行为倾向。一个

人的虚拟品质与他的真实品质表现上可能大相径庭，其中有些可能只是不同真实能力差异导

致的，例如，一个平时拙于文字表达而强于口头表达的人，在真实社区里可能具有能言善辩

的品质，而在网络社区中则会形成沉默寡言的品质。这种差别也正表明了身体能力因素是一

种习就因素，并且会影响品质的形成。如果此人的行为倾向稳定的话，这种虚拟品质也是其

真正的品质，而不是一种假象。 

问题来了，我们是将能言善辩归属于这个人，还是将沉默寡言归属于这个人呢？很显然，

这两种品质是相互冲突的，一个道德上成熟的人不可能同时拥有两种冲突的品质。 

我们宁愿将这两种品质看作是不同情景下形成的差异性品质，而不是冲突的品质。品质

的形成是能动性因素与习就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人很可能主观上愿意选择一种品质，

但由于习就因素的限制，他却形成了另一种品质。例如，一个口头表达能力有限的人，也许

在他年少的时候非常羡慕能言善辩的同伴，也希望获得同伴的能力，但由于能力的先天限制，

他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艰难；或许他可以通过艰苦的训练达到这一点，但因为他的生活中还有

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他很可能就会在反思平衡后适应这一点并理智地认同它，最后形成沉默

寡言的品质。 

虚拟品质的可能性也可以从品质的情景依赖性来理解。品质的获得必需习就因素，而习

就因素是高度情景化的。 



设想一个人一开始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介入性较高、并偏好言过其实的豪言壮语

的人际文化氛围（例如长沙）中，当他转换到一个强调尊重个人空间、说话委婉拘谨的文化

（例如上海）中，他一开始就会很不习惯新的文化氛围，或许一开始他会表现出原文化的品

质和行为，但每当他如此表现总是受到无声的抵制时，他就可能开始封闭自己，拒绝与周围

的人交往，这样，久而久之，他实际上就习得了一种接近于当地人的品质，不再强烈介入他

人的空间、也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被动性如果得到主动的理智认同，就会成为一种

实践品质。但是，只要他回到原来的氛围中时，品质的情景依赖性会立即激起他原有的行为

倾向。相反的过程也可能发生。 

因此，从品质形成中能动因素与习就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看，从品质的习得性和高度情

景敏感性的角度，虚拟品质和真实品质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属性。 

当然，人们可以争论说，这种出于能力和情景限制而不是出于自愿选择形成的品质不可

能是一种德性品质，更可能是一种恶习。我并不打算否认这种看法，但将其称为恶习可能太

过分，它更可能是一种不完善的德性品质；无论如何，它确实构成了一种道德相关的品质。

并且，在此意义上，如果它是恶习的话，我们也将认同一种拓展的苏格拉底的观点，恶习出

于无知和无能；或者可以说，恶习还只是一种心理品质，高阶的调节性对其尚未起到应有的

作用。 

四、利用虚拟现实进行道德教育的条件 

由于网络社区的行为能力有限，仅仅是文字交往和远距离的声音视频交往，其所形成的

虚拟品质，结构也相对单一，丰富性程度很低，而即将到来的虚拟现实交往则可能最大程度

地接近真实，它将会促成全面而丰富的虚拟品质结构。这样的虚拟现实社区一个重要的应用

就是取代目前以课堂形式为主的学校道德教育体系，而将学生推向虚拟现实社区，对学生进

行全方位的道德教育。 

那么，利用虚拟现实社区进行道德教育是否可能呢？换句话说，要使得其成为可能，必

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简单涉及利用虚拟现实社区进行道德教育的性质和目

的。 

首先，道德教育不只是理智教育，其目的不只是发挥受教育者的能动性因素，而是最终

要让受教育者获得恰当的道德品质。因此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其目的是在于习得品质，

而其过程则主要是实践性训练。 

其次，利用虚拟现实社区进行道德教育，不只是形成在虚拟社会起作用的道德品质，而



是要让在虚拟社会中获得的好的道德品质成为我们真实世界的道德品质，即让品质的情景敏

感性变成情景普遍性。因此，其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去情景敏感性。在前面的品质形成中，我

们提到品质形成具有情景敏感性，而在这里又要求去情景敏感性，这里是否存在矛盾呢？ 

情景与品质的关系是德性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道德怀疑论者质疑品质之存在

性的一个强有力的方面。一方面，假如一个人只在特定情景下诚实，而不是在所有情景下诚

实，我们很难说他具有诚实的品质。道德怀疑论者正是利用情景主义的心理学事实来反驳品

质的存在性的，他们发现在关于诚实的测试中，受试者可以高概率地保持同一情景中行为的

一致性，但交叉情景的行为一致性却很低。例如，受试者可能在考试中坚持不作弊，但却在

上课迟到时说谎
[5]（P1-5）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不同场合运用不同的品质，我们就很

难说他是有德性的人，例如，机智和勇敢就应当运用于不同的场合，否则就是滑头和怯弱。 

任何品质都是在特定情景下形成的，但这种品质还只是一种受制于时空的自然品质，是

一种心理品质或道德品质的心理学方面，其表现具有自发性，仿佛行为主义主张的刺激 - 反

应模式；一种实践品质必须体现行动者的自主性或自由意志，只有当一个人也能够运动其理

智德性将这样的品质运用于需要但他从未如此行动过的其他情景时，这种品质才可以称为实

践品质。在这里，关于自然/心理学品质与实践/道德品质的区分，参考了康德关于情感/病

理学态度与实践态度的区分；在康德那里，自发的态度是情感或病理学态度，出自自然的禀

好，如爱你的邻人，而自觉的随意的态度是实践态度，出自原则或义务的要求，如爱你的敌

人
[ 6 ]（P15）

。 

因此，实践品质不同于自然品质的地方在于，它必然包含了理智的或能动的因素。同样

地，当一个人面临不同情景需要时，他运用不同的品质，也是在对自己具备的各种心理学品

质进行选择，这也是一种理智品质的作用，这种随着情景差异而运用不同品质的能力或品质，

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品质。 

因此，道德品质的去情景敏感性是去除自发的情景敏感性，而不是去除基于理智自觉的

情景敏感性。 

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的是，道德品质作为一种习性品质，必然也具有自发性倾向，因

此，去自发敏感性不是完全抛弃自发性，而是让自发倾向符合德性的规范性要求。例如，一

个人在紧急情况下自发地作出敏捷的反应，就是一种符合德性要求的自发性，而此时如果他

自发地处于惊呆而无所作为的状态，则不是符合德性要求的自发性，是一种恶习。在此意义

上，如笔者已经强调的，德性品质是一种高阶的调节性的实践品质
[2]（P288-292）

。 

要获得这种去自发情景敏感性效果，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虚拟社区中逐渐添加足够丰富



的真实因素，让受教育者体验足够丰富的情景并使得他们训练出适时调整品质运用的理智品

质。如果虚拟现实让受教育者有置身事外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虚拟现实无法满足上述要求。

因为这样的系统与游戏系统没有差异，至多是训练人的反应能力，而无法养成一种习性品质。

诚然，反对的意见认为，游戏系统对儿童道德形成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表明游戏系统也具有

道德教育功能。然而，这个反驳误用了“道德教育”的概念，教育，一定是指一种目标指向

良善结果的活动，如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游戏的负面影响应当不属于教育，而是心理品质

的自发形成，基本上属于恶习形成的范畴———按照我们前面的论述，恶习至多是一种自然

的心理品质。 

继续的反驳可能是，通常的模拟训练系统能够促成卓越的技能品质，相信它也能够促成

德性品质的形成。不可否认，这种训练确实可以形成某些动作倾向，熟练某些技术过程，但

因为被训练者并不将训练场景的任务看作真实的，他就不太可能给予道德关怀，从而也很难

说能够形成道德品质。虚拟现实技术使用可穿戴设备并且与网络（尤其是物联网）联合，可

以形成一个真实与虚拟无间隙对接的虚拟社会。按照翟振明的设想，这样的虚拟社会包含主

体、人替、人摹、物替和物摹等要素。 

在一个教学训练系统中，主体即是受教育者，而人替则是一个由物理要素构成的“假人”

（例如一个橡胶人），但是人替可以接受真实刺激并通过网络将这些刺激传递到主体所穿戴

的具有感知这些刺激之能力的设备上，同时，这个人替也可以接受主体的行为指令，并根据

其指令行动。人摹则是人替在纯粹虚拟空间的对应的电子形象，其功能严格相似与人替。物

替是真实物体的物理“假体”，它可以向主体输出其所替代的物体的所有可感知物理属性（例

如颜色、光泽、硬度、手感、气味等）；而物摹则是物替在虚拟空间中对应的电子形象。在

这样的系统中，一个人无法区分与他交往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最重要的是，他的所有感觉

与真实感觉并无差异，最重要的是，由于行为和感知的对应性，他会认同人替和人摹就是自

己的身体。厄森（Henrik Ehrsson）通过一系列实验表明，当一个人无法区分一只连接于他

的肩膀的橡胶手（相当于人替）和真手的时候，尖锐物即将扎向它们时，他会有相同的心理

体验和生理反应；而当在纯粹虚拟现实环境中，当尖锐物扎向他的人摹时，他的感受和反应

类似自己的身体受到的刺激[7-10]。 

我们的品质形成来自于我们的行动经验和感知经验，而这些经验的产生依赖于我们的身

体认知感官和行动感受，当我们将人替和人摹认同为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将会将它

们的“行动”和“感受”认同为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感受，这样，我们就将通过虚拟现实中人

替和人摹拟的行动和感受形成我们自己的道德品质。 



因此，利用虚拟现实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是：第一，在真实与虚拟之间建立一种无

间隙的连接；第二，受教育者对在虚拟现实中的行为产生自我认同，即让他们相信，这样的

行为是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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